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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千年来,在具体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背景下,形成了权力精英主导中国社会的

格局。顶层的权力精英一方面倚重社会精英维护其统治, 另一方面又为了统治的长久,抑制

中下层权力精英和社会精英势力的恶性膨胀。今天,以权力精英主导社会的格局依然存在;

但较之古代社会, 又呈现出权力 、经济 、知识三大精英群体整合的态势。这使得整个社会体系

越来越缺乏弹性, 中华民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主导着社会格局的权力精英的执政能力正经

受着考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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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精英主导社会局面的形成

人们对历史的梳理从周朝开始 。周朝建立

后, 分封诸侯, 建立侯国。在分封制的初期和中

期,以暴力为支撑的国家机器对社会的掌控能力

还非常小,各国连常备军都没有。到了西周末年

和春秋时期,周天子式微, 各诸侯国之间的争斗

不断 。同时北方的游牧民族日益强盛 ,当他们遇

到自然灾害时就不断南侵掠夺 ,分散的农耕民族

不是彪悍的敌人的对手。为了应对外敌,各诸侯

国不得不加强内部的组织和整合。管仲在齐国

的改革就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一例。其改革的主

要内容就是在政治上实行 “国野分治 ”,加强中

央集权,建立一套严密的行之有效的行政机构和

制度,打破阶级界限和等级制度选拔人才, 任用

非贵族士人担任较高职务等 ,建立初步的法治。

在军事上采取军政合一制度 (即 “作内政而寄军

令 ” ) ,实行全民皆兵的耕战结合政策, 既不影响

生产,又不增加军费开支, 却极大地提高了战斗

力。在经济上整顿赋税,发展工商业。这样齐国

迅速强大起来,齐桓公因此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春秋后期 ,中国已经完全进入了礼崩乐坏,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各国进行着

综合国力的大比拼。这就对国家的财富生产能

力 、财政汲取能力和组织 、整合动员能力提出了

非常高的要求。因此, 各国都纷纷进行变法 ,以

应对 “国际竞争 ”和战争的需要。这些变法使经

济和政治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尤其是使得

国家机器不断强化,以暴力为后盾的权力精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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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主导权日益突出。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到战国时期,中国已开始逐步进入小农

经济时代。生产方式的变革, 加上生产技术和工

具的革新,使得各国的农业生产能力都得到了极

大的提高。

在政治领域,整合能力很弱的分封制以很难

适应高频度的战争,各国因此均采取措施加强中

央集权,强化国家机器的动员和控制能力。其中

成效最明显的就是秦国实行的郡县制。秦始皇统

一全国后,应该调整战争紧急状态 、全国总动员的

体制,应适当改革严刑峻法,减少对社会的过度汲

取,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但是暴力机器的强大使

得统治者敢于肆无忌惮,过度的抽取社会资源。

最终导致了秦王朝二世而亡。西汉初年,注意吸

取秦灭亡的教训, 废除严刑峻法 、让人民休养生

息,但又受制于特定的情势,实行了分封制度。结

果一方面国家难有效的动员全国力量抗击匈奴,

另一方面各侯国日益尾大不掉,以至出现 “七国之

乱 ”。一直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经过几十年的文

治武功,才重新恢复了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从

此中国完全进入了以暴力机器为后盾的权力精英

主导社会的时期。

在权力精英主导社会的格局下,国君及其家

族成员处于金字塔的塔尖,属于最上层的权力精

英,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

其遍布全国各地的代理人———各级官僚,则是庞

大的中 、下层权力精英群体。地主 、商人等经济精

英和知识精英,以及其他领域的各种有名望 、有影

响力的人构成了社会精英群体。社会精英和中、

下层的权力精英共同属于社会大系统这个金字塔

的中间层。这两大系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交集:

许多社会精英通过各种选拔和荐举制度能迈进官

僚系统内;一旦成为官僚集团的一员, 则可能通过

各种手段敛财,成为经济精英。而金字塔的塔基

则是众多的一盘散沙的小农。

在这种格局下,权力精英由于拥有强大的暴

力机器,能聚敛 、掠夺到大量的财富,很大程度的

主导着社会资源的分配。这些财富一方面供他们

享用,另一方面供他们维持 、强化暴力机器。人类

社会乃至动物界, 暴力在决定资源分配时起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有人才说 “暴力是政治斗争的

最终上诉法庭 ”、“枪杆子出政权 ”。这是千古不变

的铁律。今天美国得以维持美圆帝国 、虹吸世界

资源的根本原因也还是在于它强大的武力。

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是低效的分封制为适

应竞争而进化的产物。强化了的国家机器对外

更能保证公共安全, 对内则能更有效的实行整

合,减少内部各大利益集团的竞争 (如三家分晋 、

七国之乱 )所带来的损耗。国家机器 、政治权力

强化的进程, 在西方社会则是近代以后才出现

的。以此为参照,因此很多西方中心论的学者都

说中华文明是个早熟的文明。

各精英群体以及大众之间的博弈互动关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 中国史学界的主流

接受了马克思的五阶段论 ,以生产资料占有状况

为核心的阶级分析方法成为主流的叙述。依据

这种框架,人们更多地看到了经济上占统治地位

的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对立———于是以皇

帝为代表的整个官僚集团只是地主阶级的代言

人,权力精英似乎是简单的为经济精英服务的,

或者两者原本就是铁板一块。

诚然,权力精英为了维持统治, 通过举荐 、科

举等举措将社会精英吸纳进行政体系中来 ,对社

会精英更为倚重;在基层的统治也很大程度的借

助社会精英来实现;中 、下层的权力精英更时常

与社会精英进行勾结。但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或

者说暴力具有宰制社会的能力,他们能较为便利

地剥夺社会成员的财富甚至生命。权力精英自

身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实体集团,他们凌驾于社会

之上,社会精英则依附于权力精英, 并千方百计

的跻身其中 ,对于知识精英来说就是所谓的 “学

而优则仕 ”。中国的知识精英 ,尤其是唐朝以后,

对权力基本上是顶礼膜拜的。而权力精英虽然

对社会精英不敢小觑,但是一直在努力地抑制其

势力的扩张 。中国是个儒表法里的国家,而法家

的代表人物韩非则一直反对那些不进行农业生

产,不能保卫国家安全的的社会精英 ,将他们称

为 “五蠹 ”, 即社会的蛀虫 。韩氏这种观点被后

世的帝王广泛接受。可以说,处于金字塔顶端的

帝王对社会的中间层,即中 、下层的权力精英,社

会精英,尤其是具有极大侵蚀能力的经济精英,

是非常警惕的。

与对中 、下层权力精英的制约相比,上层权力

精英对社会精英,尤其是经济精英的制约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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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正是这一成功, 有力地保证了中华帝国

的长期存在, 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中断。权

力精英对经济精英的抑制最集中的就体现在 “重

农抑商 ”,或者说 “重本抑末”的政策上。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虽然都在努力发展经济,

但是大凡比较集权的国家 (一般也就是比较强盛

的国家 )里, 权力对经济的控制能力都是比较强

的。西汉初年,虽然重农, 却不抑商,基本上实行

着放任自流的 “自由主义 ”经济政策。经过几十年

的发展,形成了 “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流之物莫

不通 ”的局面。然而这带来了两大问题,一是社会

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

地主手中,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二

是这些经济精英不愿意承担社会义务,在国家急

需财政支援时袖手旁观, 《史记·平准书 》记载他

们 “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 ”。七国之乱时

和与匈奴作战时,国家为出征向商人借债,长安的

大商人除无盐氏外,均拒绝贷给。不仅如此,这些

人还偷税漏税,国家税收进一步减少。维护公共

安全需要巨大的开支,单凭农业经济的收入是难

以支撑的,而过度征敛又会导致秦朝速亡之覆辙。

掌握财富的私营工商业者成为与汉王朝争夺经济

控制权,妨碍政权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威胁。于是,

汉武帝对其采取了打压措施,实行盐铁官营,建立

了一系列官营工商业机构。这样保证了国家财政

收入以相当低的管理成本收上来。

在那个财富生产能力非常低下的时期, “重农

抑商 ”是非常富有远见和哲理的政策。它不仅能

防止社会两极分化,保证国家有足够的财力维护

提供必须的公共品;它还与农业生产的剩余非常

有限这个具体的现实相匹配, 它是一个符合具体

国情的政策。如果立足于今天社会财富生产能力

很高,剩余较多这个现实,去批判当时的 “重农抑

商 ”是很不负责任的,很荒谬的。

研究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各种经济 、政治 、社

会制度,必须考虑到中国具体的地缘位置,这是

一个硬约束。因此 ,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固本,

强调发展农业。而到了宋朝以后,随着农业生产

能力的提高,工商业发展的空间逐步增大,权力

精英们的相关政策也就有所松动了。

权力精英对知识精英的态度要温和许多。

因为单纯拥有知识与拥有财富相比,对社会的直

接影响力要小得多。穷酸秀才们在权力精英和

经济精英面前总是表现出很大的依附性,他们对

权力精英的威胁能力和对底层民众的伤害能力

也是十分有限的 。同时权力精英还需要知识精

英充实进自己的队伍中来 ,让整个官僚体系得以

吐故纳新;也需要他们为宣扬自己统治的合法

性———即帕累托所谓的建构 “政治公式 ”———出

力,由此实现全社会系统的价值认同和思想统

一。因此当时正统的社会地位序列一直是 “士农

工商 ”,于是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权力

精英的这套平衡手段是非常高明的。它让官僚

和相对贫寒的知识精英获得了价值层面的尊严

感,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抵御金钱腐蚀

的能力。而经济精英虽然拥有实实在在的侵蚀

能力,但是社会声望却不高 。这种平衡机制减缓

了社会精英膨胀和整体化的趋势,对防范社会两

极分化是有意义的。

对社会精英的抑制,防止他们走极端,不仅有

利于权力精英,尤其是顶端的帝王的安全,也有利

于保护底层的大众。因此两千年帝国的历史中,

权力精英经常地采取各种措施 “抑制豪强 ”,尤其

是对那些具有 “土围子 ”特征的强宗豪族。正因为

此,虽然中国的乡村一直被以乡绅为代表的地方

社会精英所控制,但是底层的农民们基本上还不

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传统的中国农村大多时

候展现的是一幅 “醉里吴音相媚好 ”的田园牧歌式

的山水画。也正因为此,中国的农民向来 “只反贪

官不反皇帝 ”,他们心中的救星不是上帝,而是皇

帝和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

虽然中国一直是权力主导的社会,但是在农

业文明时代,帝国 、权力精英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还

是十分有限,与现代国家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天

高皇帝远的地方,老百姓们的切身感受是 “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 ?”在民国之前, 皇

权一直不能下县,是因为国家的财政不足以支撑

这么大的行政机器。于是在农村社会是乡绅治

乡。由于权力精英的抑制,乡绅在社区内不似西

欧的领主那样能为所欲为,皇帝虽然不在场,但皇

权的影子却一直漂浮在乡村的上空。地方上的权

力精英———各级官僚与乡绅之间保持着相互制

约,又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的关系。乡绅们在实现

对乡村的控制时常常需要借助官府的力量,双方

相互勾结起来对付 “刁民 ”;而当那些帝王的代理

人们过度的敲诈 、扰民时,乡绅们又常常站出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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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自己的领地,保护自己的乡亲。由此,底层的大

众们就在这种制衡所产生的空隙中得以喘息。这

正如张鸣所说的, “传统社会的乡政是一种特别强

调平衡的政治,朝廷的甚至地方官的私利必须要

得到保护,乡绅的地位及乡民的利益也得考虑,不

断的调解,不断的妥协,最终使大家的面子都能保

住 ”[ 1] (P23) 。

在权力精英对地方社会精英大力抑制和自

然经济的背景下 ,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人生依附

关系与经济层面的强制关系并不突出。血缘关

系和地缘 (邻里 )关系于是就相对凸显出来, 人

们就强调 “伦理本位 ”了。

当权力精英和社会精英之间能保持这种制

衡与合作的关系 ,又有比较充足的社会的财富可

供社会成员分配时,古代中国的社会系统大体上

就能保持相对的均衡,社会就比较稳定。然而这

个均衡的维持需要诸多的前提条件,因此它是比

较脆弱的,时常被打破。这样我们便看到了王朝

的周期更迭和治乱循环。

这种均衡的保持首先对顶端的权力精英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 需要他们自己勤政 、廉正 。一

般说来每个王朝初期的帝王都还能做到,因为他

们知道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的道理 。但是到

了中后期就日益退化了。开国的帝王都是乱世

中冲杀出来的英雄,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竞争的胜

利者;而他的继承者则只是他诸多儿子中相对出

色的一个。那些败家子不仅没有对创业艰辛的

切身体验,荒淫无度,骄奢淫逸;而且守业的能力

也实在有限,对各级代理人和社会精英的驾御和

制约能力严重不足。结果社会的顶端和中间层,

也就是所有的精英都无节制的扩张私欲,对底层

的大众过度侵害 ,竭泽而渔。

同时这种均衡又是建立在社会资源与财富

的相对充足的基础上的。在王朝初期 ,前期的战

乱使得人口大大减少,人地资源矛盾不突出。而

社会稳定一段时间后, 人口迅速膨胀;加之权力

精英对社会精英的抑制能力下降, 土地兼并严

重, 大量的农民便破产, 甚至无立锥之地了 。当

遇到大的自然灾害 ,全社会的财富严重稀缺时,

各群体之间的矛盾就进一步激化。这种矛盾激

化到了没有回旋的空间时,大规模的造反就发生

了。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农民起义实际上都是

由下层的社会精英领导的,因为在资源极度稀缺

时,他们与更为强势的权力精英的利益边界在步

步后退,当连他们的生存也受到了威胁时, 势必

就要揭竿而起了。

综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权力精英主导社

会的历史。而要想保持社会的稳定, 精英群体的

利益就不能恶性膨胀;这就要求上层的权力精英

“去人欲,存天理 ”,并对中下层的权力精英和社

会精英保持必要的抑制。否则发展到极端必然

是刺刀见红和社会大灾变 ,整个精英群体也随之

一起崩溃。

结　语

新中国建立后,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整个社会

依然由权力主导。与过去所不同的, 原来帝王是

家天下,江山是归自己所有,并能世袭给子孙后代

的;而现在,即便是最顶端的权力精英也不过是在

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一句话, 顶端的权力精英由

原先的所有人 、委托人变成了现在的代理人;现在

所有的权力精英集团都是代理人了。这一变化对

顶端权力精英的人格和操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新中国的权力核心们都是有着远大的革命理想

和情操的伟大革命家,他们虽然拥有强大的权力,

但是却一直想着广大人民大众的利益,没有将公

器异化为谋私的工具。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后, 中

国已经基本消灭了经济精英,因此革命领袖们对

中间层精英的抑制主要是针对中、下层的权力精

英和部分知识精英。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 ,当代中国社会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

一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社会

迅速产生了庞大的经济精英群体。权力精英对

待经济精英的态度与过去的几千年相比发生了

逆转。中国社会传统的那套平衡机制不复存在

了,现在经济精英已经成为社会地位 、政治地位

非常高的群体。这是社会结构 、社会价值发生巨

变的重要原因。

二是进入 90年代以后, 知识精英成为既得

利益群体,迅速壮大。知识精英对权力精英和经

济精英的依附性依然存在 。与古代社会相比,他

们对经济精英的依附性更强,不少知识精英已经

成为经济精英利益的代言人。这也是经济精英

地位上升的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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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最根本的变化,那就是相当多数的权力

精英 、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呈现出明显的整体化

倾向。总体上说,精英群体已经初步完成了整合,

其典型的表象就是在某一领域居于强势地位后,

立刻能获得其他领域的资源。进入 21世纪时,中

共提出了 “三个代表 ”的思想, 力求扩大共产党的

执政基础。但是实际上不少地方在操作过程中展

现出来的是吸纳私营企业主入党,给人的感觉是

仅仅扩大在精英群体中的执政基础。以至有人称

此为完成精英整合的标志:“三个代表 ”就是精英

联盟的政治宣言。它的提出标志着政治精英 、经

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联盟正在走向制度化。
[ 2]
从

某种意义上说,精英整合后能在一定时期内维持

社会的整体稳定;但是它又能促使精英群体更加

肆无忌惮的侵占底层大众的利益,严重影响到社

会公正,从而又为社会的长期稳定和谐带来很多

隐患。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五个统筹 ”的

发展战略,应该是对这个问题反思的结果。

四是精英与大众之间存在着比较尖锐的对

立关系。财富不丰富背景下的不公正促使了这

种对立的加剧。整个社会体系越来越缺乏弹性,

民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 且很容易被煽动。

2004年秋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和 2005年春发生

的安徽池州事件都是无足轻重的琐事而引发的

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因此有学者称中国已进入

了高风险社会。

在精英群体不节制自己欲望的情况下,当社

会资源财富稀缺时非常容易引发社会大动荡。今

天中国社会的资源与财富状况又如何呢 ?虽然这

些年中国的 GDP一直保持着高增长率,但是中国

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已经越来越低,在世界经济

体系中处于末端,因此中国产业的利润率在不断

下滑。以出口加工业为主导的工业消耗了中国大

量的资源和能源,使得中国的资源硬约束越发突

出,环境日益恶化。中国的人口将长时间处于高

位。人 、地 、资源矛盾将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悬

在中华民族头顶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 ”。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权力精英主导社会的局

面不会,也不能改变 。一个弱势的国家, 对于资

本,尤其是新殖民主义背景下的国际资本, 只有

权力才有能力起到抑制和制衡作用。

当前中国人民的权力由中国共产党代理执

行。中国共产党是有着领导中华民族独立崛起

的经历的政党 ,是一个有着半个多世纪执政经验

的老党,是一个有着七千万党员的大党。她在中

国有着不可撼动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只有中国

共产党才能引领中华民族迎接前所未有的挑战,

实现民族的振兴。而要实现这一伟业,中国共产

党必须协调好社会各精英群体与大众之间的利

益关系;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先进性 ,加强党的

执政能力。这也是全民族面临的时代课题。

参考文献:

[ 1]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 [ 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3.

[ 2]康晓光.未来三至五年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 [ J] .战

略与管理, 2002, ( 3).

责任编辑　王世谊

ChangeornottoChange:InterpretationwithPoliticalSociologyof

ChineseSocialStructureof3000 Years

DONGLei-ming

(ChineseRuralAdministrationCenter, Huazh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 Wuhan430074, China)

Abstract:For3000 years, thestructureofChinesesocietyledbypowerelitehasbeenformedundertheconcrete

backgroundofnaturalandsocialecology.Thepowereliteonthetop, ononehand, relyonsocialelitetomaintain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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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hreeelitegroupsofpower, economyandknowledge.Duetothis, thewholesocialsystemlacksflexibility, Chinafaces

aseverechallengeandtheelitesrulingpowerisbeingt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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